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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分工深化与农业生产率 

——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户的经验证据 

宋震宇，黄强，陈昭玖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在“斯密-杨格”定理基础上，通过纵向、横向、分工网络的分工演进解释，分析了规模经营和分工深化

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的数据，运用 IV-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规模经营、分工深化对

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 U型影响；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其中横向分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产业融合，最后是纵向分工；分工深化在规模经营与农业生产率

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规模经营通过分工深化正向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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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management, deepening of labor divis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rice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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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mith-Young Theorem, the mechanism of the scale management and the deepening of labor 
division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has been analyzed through the evolution explanation of the horizontal, vertical 
and network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the data of rice planting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scale 
management and the deepening of labor division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has been studied by using IV-Tobit 
model. The research ha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f scale managemen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a positive effect of the deepening of labor divis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Horizont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followed b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finally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deepening of 
labor division regulates the scale management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which means the scale managemen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rough deepening of labor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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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是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

力。然而，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我国小农户因受到

自然条件、经济波动、技术装备、社会趋势等因素

制约，其农业生产率增长与现代化农业发展并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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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我国许多地区农户农业生产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土地细碎化导致农业很难进行规模化、机械化

生产；二是劳动力兼业化和弱质化，大部分青壮劳

动力或是将农业生产作为副业或是直接选择外出

务工，留守农村务农的多为老弱妇孺；三是分工深

化及专业化水平较低，农业生产中的技术水平、组

织结构、资本配置等难以跟上现代化水平。这些问

题使得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受到严重限制，不利于农

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地“三权分置”

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为农业规

模化生产和统一管理开辟了道路。一方面为农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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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经营提供了政策支撑，使获得“土地的规模经济”

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专业化生产组织

的形成、交易组织的改进、服务市场的发育，从而

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组织化运营效率[1]。通

过规模经营达到组织强化，本质是“分工深化”，

从而达到农业生产率的有效优化，因此研究如何促

进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营与分工深化的有效衔接

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文献发现，学术界对于规模经营能否有效

促进农业生产率看法不一，但国内学界普遍认同分

工深化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2-4]，由规模经济向

分工经济转型是未来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趋势[5] 。

那么，如何化解农地规模经营与分工深化、农村劳

动力之间的“症结”[6]并寻求“突围”呢？谢琳等

对崇州市“1+1+1”农业经营模式的探索发现，“三

权分置”的有效细分能使农户享有稳定的承包权、

分红的收益权和参与的决策权，并且能衍生出不同

的经营主体，进一步支持农户的农业分工深化；管

理权分离与农业经营的知识分工，导致出现 “有

知识，有情怀，懂科技、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

生产操作权分离与农业生产的工序分工，促使农业

分工的边界从“完整”的产品分工拓展为产品内部

的工序和流程分工[7]。另外，在分工深化演进下农

业社会化服务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核心力量[8]。

然而，鲜有文献将规模经营和分工深化置于同一框

架进行系统论证，因此，本文拟基于规模经济转向

分工经济的背景，通过分工演进解释，探讨规模经

营、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说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通过土地生

产规模的扩大来获得规模效益是农业生产者实行农

地规模经营的逻辑起点。然而，对于扩大土地规模

是否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产生规模经济，学界莫

衷一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认知上，由于生产要素

的不可分性，生产规模的扩大会使单品成本降低，

从而有助于规模经济的产生。国外一些学者通过理

论和实际也论证了“大农场”的效率更高[9,10]。规模

经营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逻辑在于，在农业经营体

制深化改革的前提下，转让、出让、出租、入股等

形式使得农地经营权流入市场，能一定程度上解决

土地细碎化问题，促进农地连片经营。一方面农业

机械化更为便捷，大大减少劳动力需求量，推动农

业集约化进程，同时农业新技术推广过程更为简单；

另一方面便于土地集中经营管理，改变传统的小农

经营模式，顺应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化农业道路的

发展[11,12]，进阶改造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将促进农

业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农地的土地规模经济。 
但是，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也会有明

显的“门槛效应”。刘天军等基于陕西省实证数据指

出，随着种植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农业生产率可

能会呈现下降趋势，这种情况下，规模经营会不利

于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13]。胡新艳认为，农业生产

率是由多种投入要素组合决定，若单纯只是土地规

模扩张，而组织、技术、资金、管理水平等不能提

升上来，则会抑制土地的规模经济[14]。新古典经济

学中规模经济的前提假设是交易成本为零，而在现

实活动中，农地规模的形成包含了信息、租赁、契

约风险等多种交易成本[15]。许庆认为农地经营存在

一个“适度”规模，即在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适当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使各要素资源配置趋

于合理，从而达到效益最优化，越过这个“适度”

规模，可能不但达不到最优目标，还会朝预期目标

的反方向发展 [16]。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包括两大部

分：投入产出比例变化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市场、产

业等集聚的外部规模经济[16,17]。当前，在我国仍以

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体系中，农户是最基本

的微观单元，规模经营的大小影响着农业生产率（图

1）。据此，提出假设 1：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具有
显著的倒 U型影响。 

 
图 1 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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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论证了专业化分工的有效性，他提出生产

的分工和专业化依赖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和专

业化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有利于资源有效配

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8]。随着理论的不断拓展，

原有的“斯密定理”对一些经济现象的解释也具有

不彻底性。Young 在研究企业规模经济时认为，企

业的扩大只限于单个企业规模，规模经济是在社会

分工网络形成的基础上出现的，分工与市场规模相

互依赖[19]。著名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提出的“迂回生

产理论”指出，先生产资本品（或生产资料），利

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运用这种迂回生产的方式能

促进生产率提高。随着分工演化的不断加深，生产

工序细化和产业链条加深使得“迂回生产”变为可

能。在现代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资本、技术、

制度、组织等要素一并卷入社会分工，形成“分工

深化—迂回生产—生产率提高”的逻辑过程。在维

持农户对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农事活动各环节可

以不断被分离[15]，农户也能分化为要素禀赋、比较

优势、行为能力不一的异质性主体，演化出生产主

体、经营主体、管理主体，形成比较优势下的专业

分工，内生有服务需求的兼业户，诱致服务供给主

体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农业服务就成为分工深化

的重要表现形式[8,20]。因此，破解小农模式下的粮

食生产困境，关键是亟须配套农业生产性服务。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依附于农业产业链，为农业各环

节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21]。有学者将农业生产性服

务理解为农户、中介组织、市场之间的一种契约形

式、产业组织形态[22]。张晓山将农业服务经营过程

中的组织形式分为横向联合、纵向延伸、纵横一体

三类，组织合作经营[23]。农业产业链融合的本质是

产业间到产业内分工的过程和结果，包括纵向融

合、横向融合的产业渗透和融合[24]。通过提高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密切程度，有助于组织强化和分

工深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将农业分工分为三种业

态：1）以服务形式拓展为导向的横向分工，如生
产资料供应、加工储藏、收购销售、农林市场信息、

农机维修、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2）以生产
为导向的纵向分工，同类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形成

集聚效应的服务外包业态，如整地、播种、育秧、

栽插、灌溉、施肥、病虫防治、收割。3）以市场

为导向的网络分工，集聚与集群共生、纵横联合、

经纬交织，形成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产业融合业态，

而依附于网络分工的产业融合，主要由合作社、龙

头企业和基地等经营主体来实现[20]（图 2）。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2：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图 2 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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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耕地面积及比重、农业人口及比重、农业产值及

比重等指标对江西省各地区进行聚类分析，按照

“高、中、低”的水平各选 3市共 9市；然后在每
市选出三个县，即 27个县；最后在每个县中抽出 2
个乡镇进行调查。调查范围涵盖了赣东、赣西、赣

北、赣南等区域，回收 726份样本农户问卷，经过
筛选和处理，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695份。 
为有效了解调查区域内农户人力资本的基本

情况，本文对样本农户中农业劳动力的人口特征进

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年龄来看，样本劳动力以

中年为主，且 59 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占到
了 13%，说明当前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
高；性别上，男性劳动力明显多于女性，这可能是

由于男女身体条件差异和女性常需要照顾家庭其

他非劳动力成员有关；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

以下水平占主要部分，可见目前样本区域内农业劳

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 
2．农业生产率测度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即前沿生产函数

法（SFA）为效率测度的常用方法，其分别为非参

数法和参数法。DEA方法主要是运用线性规划和对

偶原理来确定生产前沿面；SFA方法将生产前沿面

看作可控确定变量和不可控的随机变量的共同结

果，将整个误差项表示为一个复合误差项，即技术

非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26]。水稻生产不仅受土地、

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影响，还受技术、政策、气候

环境等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27]。相比较而

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更能体现随机扰动

项对前沿面的影响[23]，因此，本研究拟在借鉴朱秋

博等测度农业生产率思路的基础上，基于生产前沿

面理论运用 SFA 方法来测算农业生产率[28]。构建

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如下： 
lnYi=(β0+β1lnAi+β2lnKi+β3lnLi)+(Vi－μi) 

其中 Yi代表样本 i 的水稻种植年产出，Ai、Ki

和 Li分别为样本 i在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地面积、

农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β 为待估计参数。Vi－μi

为混合误差项，其中，Vi为随机扰动项并假设服从

独立正态分布，表示农户不能控制的因素、测量误

差和一些遗漏变量的影响；μi为技术非效率并假设

其服从截断型正态分布。 
指标选取上，将水稻种植收入即农业经营收入

作为产出变量。投入变量主要考虑土地投入、农资

投入和劳动投入三个方面。土地投入为水稻种植面

积；农业资本投入即为农户购买种子、化肥、农药

和农机的金额总和；劳动投入主要为农业生产过程

中，雇工、自家劳动力、专业服务组队等用工量与

各自劳动时间的加权总和。 

本研究运用 Frontier4.1软件进行极大似然估计

（MLE），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随机前沿函数极大似然估计结果 
 系数 标准差 T值 

种植面积(lnA) 0.134 3** 0.032 1 2.189 5 

农业资本投入(lnK) 1.431 8 *** 0.025 6 5.602 3 

劳动用工量(lnl) 0.059 1 0.055 1 1.072 80 

sigma-squared 140.899 2*** 8.962 7 15.720 6 

gamma 0.726 *** 0.074 1 17.05 

LR LR test of the one-sided error = 36.10 

log likelihood -2701.824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总体来看，整体估计效果较好，gamma 值为

0.726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复合扰动项
中的变异主要来自技术无效率项，且占到 72.6%，
LR检验值为 36.10，进一步说明模型及指标选择稳
健，拟合程度较好。农业资本投入对农业生产经营

收入呈明显的正向影响，从而说明增加种子、化肥、

农药、农机等要素的投入可以提高农业经营收入。

农业劳动用工量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可能存在农村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等

问题，造成农业劳动时间短缺与剩余。 
表 2描述了不同区域的效率状况。总体而言，在

695份样本数据中，大部分农户的农业生产率处于 0.3
以上水平，其中赣中地区效率在[0.3，0.6)区间占比最
大，赣北和赣南地区效率在[0.6，1]区间占比最大。 

表 2 效率频数分布状况 
区域 

效率区间 
赣中 赣北 赣南 

[0，0.3) 53  65  53 
[0.3，0.6) 86  97  44 
[0.6，1] 47 134 126 

四、规模经营、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

的影响 

1．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样本农户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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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运用 C-D生产函数，根据投入和产出关系来选
取指标。解释变量包括规模经营和分工深化两方

面。本文用单位农户实际水稻种植面积来表示经营

规模，为考察经营规模与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

效率是否存在倒 U型关系，设置水稻种植面积的平
方作为变量。在前文分工演进逻辑下，将分工深化

分为三种业态，包括横向分工（主要指生产资料供

应、加工储藏、收购销售、农林市场信息、农机维

修、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服务，用接受服务的

数量表示），纵向分工（主要指水稻种植过程中整

地、育秧、插秧、打药施肥、收割等环节服务，用

接受服务的数量表示）和分工网络的产业融合（指

是否加入或与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签订合

作合同，0表示否，1表示是）。考虑到其他可能影

响农业生产率因素，本文将控制变量归纳为三个维

度：个体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

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家中是否

有党员；村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生产自然风险，

即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旱涝、病虫害、地质灾

害等；村庄经济水平变量，该村庄经济状况在本县

所处的位置。 
为了考察在经营规模扩大的条件下，不同分工

深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种植面积与

分工深化的交叉项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引入了三个

交叉项 AREA×CRO_DIVISION、 AREA×LONGI_ 
DIVISION 和 AREA×LND_CONVERGE，为避免交
叉项可能与单变量产生的共线性问题，将变量进行

中心化处理。 

表 3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农业生产率 EFFICIENCY 由 SFA计算而得 

农业种植面积 AREA  

农业种植面积的平方 AREA2  

横向分工 CRO_DIVISION 横向分工服务数量 

纵向分工 LONGI_DIVISION 纵向分工服务数量 

产业融合 LND_CONVERGE 取值分别为 0、1，0表示未参与或签订，1表示参与或签订(包含同时参与或签订多组织) 

年龄 AGE  

受教育年限 EDU  

家中是否有党员 COMMUNIST 虚拟变量，有党员为 1，没有为 0 

家庭人口数量 POP  

生产自然风险 RISK 1. 很低；2. 相对低；3.中游；4. 比较高；5. 很高 

村庄经济水平 ECONOMIC 1. 很低；2. 相对低；3.中游；4. 比较高；5. 很高 
 
本研究的因变量农业生产率的值位于 0~1，属

于受限因变量中的归并数据，若用 OLS估计会造成
系数偏差，因此使用针对归并数据常用的 Tobit 模
型，构建的具体模型如下： 

EFFCIENCYi=β0+β1SCALEi+β2DIVISIONi+ 
β3SCALEi×DIVISIONi+β4CONTROLS'+μi       (1) 

式中 i表示样本农户，EFFCIENCY、SCALE、
和 DIVISION 分别表示农户农业生产率、规模经营
和分工深化，SCALE×DIVISION表示规模经营与分
工深化的交互项，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所构成
向量的转置，μi为随机扰动项。 

2．基准回归模型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LE) 对方程进行参

数估计，用 Stata15.0 操作结果如表 4，回归（1）
考察控制变量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回归（2）在

回归（1）的基础上加入规模经营与分工深化变量；
回归（3）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引入交叉变量。 
回归（1）结果显示，家中是否有党员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影响为正。家中有党员的农户，

接触面更广，接受新事物和人际交往能力更强，所

以效率就越高。家庭人口也对农业生产率有正向影

响，这可能是家庭人口多，更有利于内部劳动的分

工协作。 
从回归（2）的结果可以看出，农业种植面积

与农业生产率之间显著为正（0.0483）；而农业种植
面积平方与农业生产率之间显著为负（-0.0188），
说明农业种植面积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

的“门槛效应”，即扩大农业种植面积对农业生产

率有正向影响，但是当农业种植面积超过某一个门

槛值时，再扩大农业种植面积不但不会提高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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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可能反而会使农业生产率下降。分析结果与

研究假设 1相符。分工深化中横向分工数量、纵向
分工数量和产业融合程度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

且系数都为正，说明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即分工深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提

高农业生产率，因此假说 2得到验证。 
从回归（3）的结果则可以看出，农业种植面

积与分工深化的交叉项 AREA×CRO_DIVISION、
AREA×LONGI_DIVISION、AREA×LND_CONVERGE
的系数均为正，横向分工与农业种植面积交叉项系

数的系数值最大，且在 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说
明分工深化中横向分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产业融

合与农业种植面积交叉项，也通过了 1%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说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随着经营规模

的扩大，产业融合的加深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率；

纵向分工与农业种植面积交叉项系数的绝对值相

比较而言较小，说明分工深化中纵向分工的作用最

小。由此表明，分工深化在规模经营与农业生产率

之间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规模经营通过分工深化

（横向分工、纵向分工、产业融合）作用于农业生

产率，当经营规模扩大时，有效合理的分工深化能

够减轻或消除生产过程中常见的规模报酬递减效

应。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 3相符，规模经营对农业
生产率的影响受分工深化作用，经营规模越大，分

工程度的加深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即分工

深化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表 4 假设 1—假设 3 检验结果：规模经营、分工深化与农业生产率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变量名称 
Tobit Tobit Tobit IV-Tobit 

AREA  0.048 3*** 
(0.048 3)  0.009 0*** 

(0.049 6) 

AREA2  -0.018 8*** 
(0.005 1)  -0.009 6*** 

(0.027 0) 

CRO_DIVISION  0.008 7*** 
(0.001 9)  0.001 4*** 

(0.002 7) 

LONGI_DIVISION  0.008 2*** 
(0.001 8)  0.003 0* 

(0.002 2) 

LND_CONVERGE  0.014 6* 
(0.005 3)  0.067** 

(0.007 5) 

AREA×CRO_DIVISION   0.060 4*** 
(0.005 7) 

0.054*** 
(0.004 6) 

AREA×LONGI_DIVISION   0.002 1** 
(0.001 3) 

0.001 8*** 
(0.001 9) 

AREA×LND_CONVERGE   0.024 5*** 
(0.001 2) 

0.060*** 
(0.003 8) 

AGE -0.007 4 
(0.005 6) 

-0.005 5 
(0.004 6) 

-0.005 1 
(0.001 8) 

0.004 9** 
(0.008 3) 

EDU 0.003 4 
(0.001 5) 

0.001 8 
(0.001 2) 

0.001 8 
(0.000 4) 

0.002 1 
(0.001 4) 

COMMUNIST 0.017 3*** 
(0.013 5) 

0.018 1*** 
(0.012 9) 

0.018 3*** 
(0.001 2) 

0.006 6** 
(0.014 1) 

POP 0.010** 
(0.002 4) 

0.018** 
(0.001 9) 

0.007 5* 
(0.001 1) 

0.007 5* 
(0.002 1) 

RISK -0.001 85(0.004 9) -0.000 9 
(0.004 1) 

-0.000 2 
(0.001 9) 

0.001 9 
(0.004 8) 

ECONOMIC 0.004 9 
(0.006 1) 

-0.008 1 
(0.005 1) 

-0.009 3 
(0.004 1) 

-0.005 1 
(0.006 8) 

_CONS 0.694 6 
(0.040 8) 

0.502 2 
(0.035 1) 

0.519 3 
(0.005 1) 

0.673 2 
(0.146 7) 

一阶段 F值    106.88 

OTHER_INC    -0.005 4** 
(0.002 0) 

Wald chi2(1)    4.4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3．内生性检验 
根据式（1）估计的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内

生性问题，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遗漏变量带

来的内生性问题，受气候、市场、农户行为等综合

因素影响，农业生产波动性较大，另外也不能捕捉

所有农户和家庭的特征；二是反向因果变量带来的

内生性问题，上述研究验证了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

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但同时农业生产率
有可能会反过来影响经营的规模，农业生产率的提

高可能会使农户相应地扩大经营规模，即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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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一个“内生变量”。为消除内生性带来的

估计偏差，本文将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修正。该工具

变量需满足两个条件：与随机扰动项无关，但与经

营规模相关，换言之，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经营

规模来影响农业生产率。 
本文选取同一村庄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

作为工具变量。第一，同一村庄外出务工人员的收

入水平能够影响农户的经营规模，农户作为一个

“经济人”和社会活动者，会根据附近的人在外务

工的经历和收入来进行自己的生计选择，外地工作

前景好，具备条件的农户就会选择外出务工，从而

家庭就会相应缩小农业经营规模。第二，受访农户

不能控制同村其他务工人员的收入，后者对受访农

户而言是严格外生的。而其他农户的务工收入也不

会影响到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率，也很难通过其他

途径（除农业经营规模）来影响受访农户的农业生

产率，因此，选择其作为工具变量较为合理。式（2）
是第一阶段的回归方程： 

SCALEi =φ0+φ1OTHER_INCi+ 
CONTROL’Φ+Λi                  （2） 

SCALEi是第一阶段农业经营规模的拟合值，式

（3）是利用拟合值得到的全效应模型： 
EFFICIENCYi=χ0+χ1SCALEi+χ2DIVISIONi+ 

χ3SCALEi×DIVISIONi+χ4CONTROLSi'α+Γi       （3） 
利用 IV-Tobit对式（3）进行估计，结果如回归

（4）所示，一阶段估计显示，变量 OTHER_INC系
数显著且为正，整个方程的 F值为 106.88，故不存
在弱工具变量，二阶段的 Wald 检验再次拒绝了外
生性的原假设，再一次证明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纠正内生性误差后发现，原有的基准模型高估了种

植面积和纵向分工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低估了分

工深化中产业融合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产业

融合的调节作用。总体而言，回归结果仍然支持原

有假说。 
4．稳健性检验 
为使数据结果更加稳健，本文将比较对于不同

群体农户的研究结论是否存在差异。按照受教育程

度（以平均值为界，分为高低两组）、家中是否有

党员两个方面做分样本回归。 
表 5显示，回归结果与主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其中，受教育程度低、家中无党员的分样本回归结

果中，部分分工深化指标的显著效果略低，可能是

由于该群体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低，按

照现代农业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不足，从而导

致分工的作用相对较小。 

表 5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1) 回归(2) 

 受教育程度高 受教育程度低 家中有党员 家中无党员 

AREA 0.018 1** 
(0.049 6) 

0.014 3** 
(0.035 5) 

0.020 1** 
(0.065 4) 

0.032 3** 
(0.034 4) 

AREA2 -0.019 3*** 
(0.027 0) 

-0.023 4*** 
(0.043 2) 

-0.032 3*** 
(0.043 5) 

-0.009 87** 
(0.043 1) 

CRO_DIVISION 0.003 5*** 
(0.002 7) 

0.002 8*** 
(0.005 6) 

0.015 4*** 
(0.004 5) 

0.010 2** 
(0.007 4) 

LONGI_DIVISION 0.004 7* 
(0.002 2) 

0.010 2* 
(0.004 4) 

0.006 5* 
(0.005 4) 

0.004 5 
(0.003 4) 

LND_CONVERGE 0.082** 
(0.007 5) 

0.005 4 
(0.004 5) 

0.134*** 
(0.003 4) 

0.004 5* 
(0.004 3) 

AREA×CRO_DIVISION 0.045*** 
(0.004 6) 

0.018** 
(0.013) 

0.065** 
(0.003 5) 

0.043 3* 
(0.034 1) 

AREA×LONGI_DIVISION 0.001 9*** 
(0.001 9) 

0.003 2** 
(0.003 4) 

0.045 4*** 
(0.004 4) 

0.028 5*** 
(0.005 6) 

AREA×LND_CONVERGE 0.078*** 
(0.003 8) 

0.008 3* 
(0.004 5) 

0.015 4** 
(0.006 5) 

0.034 3** 
(0.003 4)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从农户微观角度出发，分析规模经营与

分工深化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结

果表明：第一，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

倒 U型影响。第二，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横向分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

产业融合，最后是纵向分工。第三，分工深化对规

模经营与农业生产率具有调节作用，即规模经营通

过分工深化正向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率。 
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是未来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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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且，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农业

生产技术和设备的不断提升、农业要素市场发展程

度的加深等，也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当前我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长期积淀下小农经营为

主体的历史特点，决定了我们决不能片面追求扩大

规模，也不能操之过急，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农

业规模经营道路。根据上文结论，土地集中是促进

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较好路径之一，而要突破农业生

产率的瓶颈，关键在于“分工深化”。在当前以农户

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组织形式下，要通过社会和市场

分工，将小农户纳入规模经营发展轨道上，从而来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值得一提的是，

在传统农业种植过程中，由于家庭农户应对劳动力

的配置弹性较弱，雇工或自家劳动力集约化的过密

“分工”反而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即农业的“内卷

化”[29]，这种单纯以家庭生产为导向的纵向分工也

日益暴露出其弱势。而遍及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将以其灵活、市场化程度高等优势，

能够将农户及农业生产卷入社会化分工及农业要素

市场中来，较为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对于破解农业

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困境，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率，具

有如下启示： 
一是要推进规模经营适度化。这里的适度规模

主要有两方面含义，既强调与现代农业技术、地租、

资金、管理水平、大规模雇工的道德风险等相匹配

的规模水平，也考虑基于政治社会视角下与农村劳

动力转移及城镇化相适应的规模水平。要充分发挥

适度规模经营在引导和促进农户劳动力生产效率

上的激励作用，引导农业生产组织化。针对现实中

人地矛盾依然尖锐与土地流转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的情况，应该加快土地流转，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掘

“三权分置”的制度内涵，厘清产权关系，明确各

主体的产权边界，健全发展自由平等的土地流转市

场。还要建立健全农地流转纠纷仲裁机制，保障好

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另一方面，在立足家庭经营为

主的现实基础上，并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探索

多种富有创新性的适度规模经营形式。例如，联耕

联种、全托管和半托管、专业合作社带动、“企业+
合作社+农户”等多种产业化经营模式，积极引导

我国农业与现代化农业逐步对接。 
二是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回答了“谁来种地”的问题，而

将传统农业转入现代化农业发展轨道，破解小农模

式下的粮食生产困境，解决“怎样种地”，亟须配

套农业生产性服务。要通过完善农机服务基础设

施、培养适应现代化需求的服务型农业人才、落实

各项福利政策等，完善政府引导、多方主体积极参

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产前、产中、产后各

环节出发，满足各经营主体尤其是小农户对社会化

服务的需求，诱导从规模经济向分工经济的推进，

协调“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矛盾。 
三是要积极培育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在有效推

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同时，也应积极整

合农村土地等资源，发展一批专业化、高效率、实

力强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培养一批有知识、

懂管理、有情怀的农业企业家，充分发挥其农村致

富带头人作用。另外，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

企业等也可以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主体[30]，

积极带动小农户共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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